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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强调对肉身的保全，是现时代的精神，亦是现代时代的教育精神。英雄之所以

被学校拒绝，根本在于学校对现时代教育精神的领会和实践。不过，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是有

问题的，它导致了人之本性——卓越或德性——的失落，导致了公民美德的丧失。今天的教

育需要处理这样一个大问题，如何在一个强调自我保存的时代安置英雄的勇敢和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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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地动荡，永远地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

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被推崇的观念和见解

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7 年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

言》中的著名言论。虽说从 1847 年至今，已经过去 156 年，但这番言论对现时代依然具

有很强的解释力、批判力和启示性。在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领域，先前被广为推崇的英雄精神

被解构、被拒绝。所以，不能不感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对现时代特征的敏锐把

握与准确洞察：“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时代是一

个世俗的时代，一个去圣的时代，一个断裂的时代。 

该如何看待英雄在现时代的遭遇呢？陈家琪先生在分析《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著名的

言说时，指出重述这段言说的我们可以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自鸣得意的，你看看，一个

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切古老和神圣的东西都消散了、一种心态是绝望、无奈和惋惜

［2］。同样，在对待英雄的淡出上，社会教育领域也同时并存两种心态：有人拒斥英雄榜样

教育，欢送英雄的退隐，喜迎自我保存理念的上升、有人痛感崇高道德的失落，怀念过往的

道德记忆，呼吁英雄榜样教育的回归。于笔者而言，两类人的两种心态都有可取之处，但又

存在问题。如何在一个世俗的常人的时代安置崇高和英雄，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 

 

一、以自我保存为本 

 

疏离英雄精神是学校教育对时代精神的领会所致，时代精神使疏离具有了正当性和合法

性。让我们先分析现时代的精神和教育精神是什么，然后再以之透析英雄精神疏离的缘由。 

现时代的精神是什么？答案有很多，但一个可以确定的答案是保全自我，或者说是对死

亡的恐惧。从古今之争的角度看，现时代的精神明显区别于追求灵魂卓越、实践高贵德性的



古代精神。在现时代，保全自我，严格地说，保全肉身，是一项“自然权利”且是“最基本”

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来源于自然权利的自然法以及基于自然法而生成的成文法和种

种制度保障着这一自然权利，使之免受他人的侵犯。倘若生命受到威胁，人们就会用“自然

法”去批评他人或国家，甚至会愤怒而诉诸革命。由此，古典时代目的论语境中的“舍生取

义”、“临危不惧”等高贵德行和英雄德行，被现代人认为不合时宜而疏离。肉身的保存而不

是灵魂不朽才是现代道德的立足点。这一点，在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现时代精神的奠基

者霍布斯那里论证得淋漓尽致。霍布斯坚定地向古典时代的高贵德性告别，认为：“旧道德

哲学家所说的那种终极目的和最高的善根本不存在。欲望终止的人，和感觉与映像停顿的人

同样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

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3］亦是说，在霍布斯那里，现代人已不再被视为追

求善德的理性灵魂，而是被视为只是拥有持续不断的欲望和需求的集合体。而在所有的欲望

和需求当中，最顶端、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是自我保存和对死亡的恐惧：“每个人都是趋

利避害的，而在各种自然的恶中的至恶就是死亡。”［4］由此，自我保存就成了人最为基本

的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其他的自然权利都以之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对此，施特劳斯的评

价是贴切的：“如果自然法必须得从自我保全的欲求中推演出来，如果，换句话说，自我保

全的欲求乃是一切正义和道德的唯一根源，那么，基本的道德事实就不是一桩义务，而是一

项权利、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离弃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就不

存在什么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义务。义务只在其施行不致危及到我们的自我保全时，才具有约

束力。唯有自我保全的权利才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既然基本的、绝对的道德事实是一项

权利而非一桩义务，公民社会的职能和界限就一定得以人的自然权利而不是其自然义务来界

定。国家的职能……是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国家的权力是在自然权利而不是别的道德

事实中看到其不可逾越的界限的。”［5］在这个意义上，施氏认为，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创

造者。 

现时代的精神规定着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教育亦通过其特有的文化传递和传播功能，将

时代精神内化为学生言行的尺规，从而实现对现时代精神的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当保全

自我的欲求成为一桩基本的道德事实，成为国家和社会界定自身职能与界限的标准时，它必

然同时在规定着教育自身的功能和界限，亦即教育必须以学生的“自我保存”为本。如果教

育未能尽到保护学生生命的责任，使学生的生命受到威胁，那么教育就是“反教育”和“非

教育”。需强调指出的是，这对教育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证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任何社会的存续和稳定都离不开“道德共识”，而道德共识之所以可能，重要的一环在

于教育的道德社会化功能——将道德共识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的行为规范。这意味着，一

个时代中社会教育如果不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公认的道德事实，那么这个时代的社会教

育就是“不正当的”，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当保全自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和道德事

实的时候，教育必须以学生的自我保存为本，保护并教学生保存自己的生命，同时驯化危害



他人的激情，反之，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求生怕死是

一种自然本能，但人生来就缺乏动物那样的强力和敏感来保存自我和避免危险，所以就需要

教育给予必要的保护、传授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消极教育、技能教育、职业教育就成为

必须。另一方面，如霍布斯所看到的，人性中有虚荣自负的追求荣誉的激情，它往往使强者

对弱者有恃无恐，威胁到弱者的生命，因此，驯服狂野激情、唤醒自然理性的惩戒教育、法

律教育就成为必须。这即是霍布斯建立强力无比的”利维坦”的根本原因。 

既然现时代的教育精神是以人的肉身保存为本，那么尊奉并实践高贵德行的、不畏死的

英雄，就不再是现时代教育的目标。相反的，保存自己同时不侵犯他人自我保存权的常人，

成为现时代教育的培养目标。如布卢姆在大学校园中所看到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和任何人

一样，愿意把自己想得更出色一些，但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在为个人职业和各种关系奔忙。有

一种说法是，自我实现能让人生焕发奇光异彩，但他们所能看到的是这种生活并不特别高尚。

生存之上已经取代了英雄主义，成为令人钦佩的品质。”［6］ 

把握了现时代的教育精神，就意味着解开了学校为何疏离英雄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推进，权利尤其是最为基本的自我保存的权利，取代

了过去为了公共善而牺牲自我的义务，成为一桩为人们公认的道德事实。在此背景下，人们

开始反思过往的基于整体利益的“至高的道德”，意识到不怕死的道德已不合时宜。英雄的

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转变——担当道德社会化使命的学校，开始疏离英雄的德性，转而承认、

保护、珍视学生的自我保存权。“生命”一词开始频频出现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生命教

育的理念逐渐为公众接受。这个时期，有关教育规范频出，其目的就是承认、保障、珍视学

生自我保存的权利。199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强调对未成年人权

益的保护。2003 年，上海市新的中小学生守则就首次避开了”见义勇为”字眼。同年，北

京市新颁布的中小学生守则删除了”见义勇为”的字眼。2006 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

办》颁布实施，明确规定，抢险是应当由专业人员或者成人从事的活动，学校不得组织学生

参加。需要指出的，在今天，制度化的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的存在，实际消解了英雄精神中

的不畏死的价值。进言之，在一个科技主宰的时代中，自我保存与免于对死的恐惧的问题不

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技术人员——如专业消防员、专业医生等—

—可以用专业的技术来应对过往需要依靠血气和勇敢来面对的“危险”，这就意味着科学技

术消解了高贵的英雄德性，使其变得无关紧要。 

不可否认，在英雄时代已逝的今天，仍存在诸多的英雄壮举，毕竟在某些时刻和场合，

专业人员不可能出现。但此类壮举在现代性的视野中仅仅是英雄个人的自愿选择，而不是所

有社会成员都必须践履的“公共德行”。强制性地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不畏死的英雄，是有

违常理的！ 所以，作为负有公共教化义务的学校，是不可能去强力灌输英雄精神的，否则

就犯了将个体道德等同于社会道德的错误。 

可以确认的是，由时代精神所造就的以自我保存权为核心的道德事实有着积极的一面。



一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生命存在被普遍重视，需要付出很高代价、只有少数人才可作出的见

义勇为行为不再被视为个人的“自然的义务或责任”，而是被视为个人可承担也可不承担的

“超义务”或“超责任”。用罗尔斯的话说：“当慈善的行为是一种给他人带来较多的善的行

为时，当慈善行为是在对行为者造成可以由他的准确确定的利益来估价的相当大的损失或危

险的情况下采取的行为时，这个行为就是分外的。在对行为者来说牺牲和危险并不是很大的

情况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真正善的行为，尤其是一个使他免于巨大危险而损伤的行为，

是一个由互助原则所要求的自然义务。”［7］二是，破除整体至上主义，避免牺牲式的道德

对普通生命的侵害。阿伦特有言：“从罗伯斯比尔到列宁和斯大林的专政理论都假定，整体

利益必定会自发地，甚至持久地与公民的特殊利益相敌对。人们常常被革命者异乎寻常的无

私所打动，这种无私不能混同于‘理想主义’或者英雄主义。从罗伯斯比尔鼓吹一种借自卢

梭的美德以来，美德实际上就与无私画上了等号。正是这种等同，可以说为革命者烙上了抹

不去的记忆，也使他们由衷地相信，衡量一项政策的价值标准是它与一切特殊利益相对抗的

程度，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则在于他的举动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利益和意志。”

［8］三是，具体到对孩子的教育来说，相对于具有自保能力的成人，孩子的生命、性情应

该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格外珍视，保护他们的生命是教育不容推却的义务和责任，即使某些特

殊情况下需要教师作出牺牲。这意味着教育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物质上的与

心理上的），使孩子的身心得以健康、自由地生长，同时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在孩子尚不具备实践理性的时候就向他灌输高尚的牺牲式的道德理想，是对孩子生命生长的

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即使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强调勇敢教育的哲人那里，早期对

孩子生命的保护也是相当重要的。 

 

二、卓越的丧失 

 

当保全自我成为现时代的精神特质，当英雄们临危不惧的精神被现时代的教育疏离时，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摆在了现代人的面前：人被物化了，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卓越或德性。 

用自己的感官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以保全自我，是动物界中一个颠扑不破的铁律。当然，

动物总是要死的，但存活于世的动物总是竭力地维持和延续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自我了断。

人，毫无疑问，存在于自然界或感知世界中，同其他动物一样，趋利避害，保全肉身，但人

又存在于自由界或理性世界中，过一种超越肉身保存的卓越生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当

然摆脱不了肉身必死的命运，但他并不“畏死”，相反，他渴求有尊严的“好死”。古典时代，

苏格拉底不仅在理论上证明了在宇宙目的论的框架中，人是超越于动物性的理性灵魂，而且

用生命实践证明了理性的高贵和身体的次要。在柏拉图的《克里同》篇里，被判死罪的苏格

拉底极佳地体现了人的超越肉身保存的卓越本性。克里同来到监狱里，以“别人会怎么看”

劝苏格拉底逃命，苏格拉底回答说：“为什么我要去在意大家的意见呢？”重要的是理性，



而不是意见背后的人口有多少。”但公众能杀了我们呢。”这又怎样呢？不是“生命”，而是

“好的生命”，才有价值。克里同又劝：“逃了反正又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真正宝贵的不

是身体，而是灵魂，苏格拉底回应道［9］。在《斐多》篇中，临刑的苏格拉底没有因为身体

将逝而悲叹、恐惧，而是淡然地勇敢地跟学生们讨论“灵魂不朽”的哲学命题，全然不顾灵

魂不朽的命题如果最终不能成立给其死亡带来的巨大打击。即使在喝完鸩酒，身体即将丧失

知觉的情况下，仍然不忘嘱托克里同：“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

［10］ 

在近代，黑格尔虽然不再信奉古典政治哲人所言的灵魂观念，转而强调欲望，但他在《精

神现象学》中也谈到了人与动物的一大区别，就是人拥有超自然意义上的自由，并且，这自

由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人的本质。为了实现自由，人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以命相搏。

当然，“黑格尔肯定不会否认，人有他动物的一面或者有一种限定的或既定的本性：他必须

吃饭和睡觉。但他显然也能够以一种完全逆反其本能的方式表现自己，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

满足一种更高级或更强烈的本能，而是纯粹为了逆反。这就是为什么为了纯粹的名誉而拼死

战斗这种自愿在黑格尔对历史的描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通过甘冒生命的危险，人可以

证明他能够逆反他最强烈而且最基本的本能，即自我保存的本能。正如科耶夫所指出的，人

的人性欲望一定要战胜他的自我保存的动物性欲望。”［11］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黑格尔对超

越动物性的自由的强调集中体现于对“最初之人”的论述上，是辩证法的起点而非终点，但

黑格尔在《正义的哲学》中也非常清楚地指出：“人性中骄傲的感觉是人的一种需要，历史

结时的‘和平和繁荣’并未能满足这种需要。”所以，他认为“在历史终结时还会存在战争”

［11］。总之，超越动物性的自我保存，过一种卓越的生活，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抹杀

这种区别，将人性动物化，意味着人的消失。 

不过，以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与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现代哲学联手，共视召唤人们追求

卓越的古典世界为黑暗和蒙昧的世界，进而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将人从黑暗蒙昧的世界中解

放出来，领入以肉身保存为本的自然世界和感觉世界中。“进一步说，人一旦从黑暗蒙昧的

王国的阴影中走出来，在科学的阳光下审视自己，他就会明白自己生来属于运动物体的王国，

他像其他物体一样希望维持这种运动，即维持他的生命本身。每个人对死亡都有着强烈的恐

惧，这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由此导致的是：“从人类福祉和安全的角度看，需要的不是实践

基督或亚里士多德式美德的人，而是理性和勤奋的人。他们的对立面不是堕落、邪恶或有罪

的人，而是喜欢争吵、懒惰闲散之人。教士、贵族和心血来潮之人都可列入其中。”殊不知，

在哲学与科学联手将人从古典世界解放出来的时候，又把人送入了动物的行列。的确，现代

人认为自己与其他动物有别，但区别仅仅在于人会制造征服自然的以满足更强烈的肉身保存

欲望的“生产工具”而已，别无其他。而人的动物化，对自我保存的强调，对卓越意识的消

解，意味着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失去了关涉他人之善的善德，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受时代精神的影响，现代教育弱化了“教人卓越”，淡化了教人勇敢献身，专注于向学



生传授能够在世谋生、满足生存欲望的职业技能。关心共同善的公民美德与义务被忽略了。

布卢姆有言：“政治责任也好，政治乐趣也好，学生一概不想沾边。柏克和托克维尔谈到过

公民和政治家的消失，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年轻人微不足道

的个人志趣——‘成功’，也就是说，给自己找个落脚的地方——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要

求这一代大学生有所作为，把自己当作世界历史的强大推动者，他们的诚实智慧让他们莞尔

一笑。他们知道托克维尔所言不虚：‘在民主社会里，每个公民习惯性地忙于思考一个渺小

的对象，这就是他自己。’”［6］在这个意义上，受过现代教育的现代人其“国家观念”和“整

体观念”缺失，这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成为一个问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自我保全权之于教育的强化和凸显，导致了在现代教育中，为

了实现卓越与优秀而展开的“精神之战”、“善恶之战”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探求

并捍卫绝对之善的勇士已不再是教育的目标，因为善恶之争和精神之争严重威胁着生命的自

我保存，违背了谋求和平的自然法则。即是说，为了保存肉身，善恶就必须成为相对的而非

绝对的，或者说客观的善恶必须转化为主观的价值，这使得对学生进行以宽容、开放和诚实

的价值观教育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须。现代教育因之是价值相对主义教育。受过这种教育的

现代人，变成了尼采笔下的没有卓越精神和伟大抱负的“最后之人”，或者变成了韦伯笔下

的没有灵魂的专家和没有心肝的纵欲者。卓越的英雄和高贵的贵族，已被受过教育的畏死之

人解构，这是教育与人的异化。福山说：“现代教育正在推动人类向相对主义发展……相对

主义不会给伟人或强者带来解放，只给普通人带来了解放，因为相对主义使他们相信没有什

么值得他们感到羞愧的……做出驱使人拼死的勇敢行为和牺牲行为的这种忠诚，在此后的历

史中被证明为只是一种愚昧的偏见。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满足于闲坐在家中，对自己的心胸豁

达和中庸感到庆幸。正如尼采笔下的拜火教的创始人所说：‘为此你们说：‘我们完全是真实

的，没有信仰，也没有迷信。’于是你们挺起胸膛——可是，胸膛里竟是空的。”［11］ 

由此审视英雄们的行为，可以发现其身上所体现出的超越自我保存、追求卓越精神的勇

敢品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英雄们的行为与保护共同体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他们的

心目中，他们属于共同体并在其中获得了归属感、意义感和超越感，这促使他们以“勇敢”

之品质去捍卫受到威胁的共同善。如果英雄们选择自我保全，冷漠对待共同善，将权利置于

善之上，那么由此的后果就是英雄的卓越“人性”无法得到体现、共同体的稳固也无法得以

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现时代的教育拒绝了为保护公共利益而牺牲自我的英雄时，

就意味着现代教育已趋向了平庸和虚无。如施特劳斯所言：“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位：在小

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

［5］ 

英雄身上的这种不畏死的捍卫公共善的勇敢品质是值得学习的。依战国策派的雷海宗所

论，中国历史是“无兵的文化”。进言之，国家强调以家庭伦理为本位的知识学习，而忽视

对勇武德性和公共意识的培养。历史上，汉民族自视甚高，将自己视为文化与文明的象征，



而将周边那些有蛮力而无文化的民族讥讽为“蛮夷”，但就是这些民族在战争中一次次打败

了文明之族，这与我们的传统不重视勇武教育和公共意识的培养有关［12］。亚里士多德早

已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政治学》中说，小亚细亚人理性有余而血气不足，所以适合被奴

役，而希腊人两者皆具，所以适合做统治者［13］。正是看到了这一缺陷，在 20 世纪早期，

为救亡图存，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他的新民说强调了“群”这种集体主义的内涵，同时还

添加了尚武精神［14］。他认为：“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

持者也。”“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乃

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

为病国也。”［11］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认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

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

则文明之精神随之。”［13］至于中国近代革命的兴起，更是离不开革命者将生命的危险置之

度外：“革命的态势如果没有至少一些人为革命事业甘冒生命危险或宁愿牺牲安逸的生活便

无法形成。这样的勇气不可能发自灵魂中欲望那一部分，而最主要来自精神那一部分……只

有有精神的人，因为在乎自己和同志的尊严而愤怒的人以及觉得自己的价值是由某种比生理

需要更崇高的东西组成的人，只有他们才愿意走上街头视死如归。”［11］ 

值得思考的是，在当下，伴随着物质生活至上的观念以及和平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灵

魂中的血气和坚定的理想渐趋消失，逐利的热情与道德的冷漠的对比，格外显眼。当下的教

育，顺应着这样的趋势，重视物质欲望的开掘，强调职业技能的传授，忽视对勇敢品质以及

对善好生活的寻求。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天，社会和教育似乎并没有忘记道德的重要性，但

由于“自我保存”的至上性成为人们的共识，所以就提出了“见义”但可“不勇为”的口号。

问题是，古人云：“见义不为，无勇也”，有勇，为见义而为之必须，“无勇”的后果就是“恶”

的不断发生，以及“义”得到护持，毕竟制度不能保障一切，勇敢与“浩然之气”仍然必须。

这个意义上，重思英雄们的勇敢精神和奉献精神是尤为必要的，为人性的卓越，也为共同体

的延续。 

 

三、在保存自我的时代培育卓越 

 

保全自我，是一有问题的现时代的教育精神。但我们无法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解决这

个问题，因为保存自我以及追求卓越，都有存在的合理性或者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那么，

该如何在一个强调自我保存的时代中培育追求卓越的具有勇敢品质的公民呢？在这里，笔者

只想提出一点，那就是注重对实践智慧的培育，以此避免人的实践因过分强调自我保存而滑

向犬儒主义，同时，也可避免人的实践因过分强调勇敢而滑向鲁莽。可以说，一个拥有了实

践智慧的勇敢的人知道怎样的实践才是正确的：他珍视生命存在的价值，不做无谓的牺牲，

但在需要作出牺牲时也会义无反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对于勇敢品质与实践智慧的关



联问题，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有着清晰和深刻的论说，所以下文主要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谈

论。 

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德性：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勇敢是

伦理德性之一种，实践智慧则是理智德性之一种。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勇敢这样的德性“就

是在天赋的‘多项潜能’基础上，通过朝好的方向引导、训练、实践，而渐渐形成稳固的心

态习惯。一旦形成后，它呈现为‘天性’——自然而然的品性——或第二天性”［9］。显然，

亚里士多德把勇敢这样的德性看作一种“品质”或“习惯”，而品质是关于情感与行为的。

进一步说，品质是关于痛苦与快乐的，是一种稳定的情感体验模式。这样的情感体验模式也

使人变得优秀。具体到勇敢来说，勇敢就是关于害怕与自信方面的品质或习惯。亚里士多德

将勇敢这样的德性视为好的情感体验以及与之内在相连的好的实践，与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伦

理学以及与康德的意志伦理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性情论”，

它直接关涉人的充满活力与动力的生命，认为有德之人不仅“知之”，而且“乐之”、“好之”，

因为理性引导情感而不驱逐情感，情感是实践的内在动力，无情就无德。苏格拉底的“德性

即知识”与康德的“绝对律令”则拒斥了情感。所以说，同样是论说勇敢，亚里士多德的论

说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怀和珍惜，对他来说，一个勇敢的人一定是一个拥有良好的生命情感

体验的好人而不是一个神圣但干瘪的好人。 

如果勇敢这样的德性是一种好的情感和好的实践，那么就“属差”来说，这究竟是一种

怎样的好情感和好实践呢？亚里士多德说，是“适度”，也即“中道”。德性因此是实践与情

感上的“适度”或“中道”（在过度与不及的中间）。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情感与实践

上的“中道”，不是“相对于事物自身的中间”，而是“相对于我们的中间”。进言之，实践

与情感上的“中道”不是在所有人那里都相同的不变的数学上的中点，而是因人而异的变化

的“相对我们的中间”。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德性同感情与实践相关，而感情与实践中存在

着过度、不及与适度。例如，我们感受的恐惧、勇敢、欲望、怒气和怜悯，总之快乐与痛苦，

都可能太多或太少，这两种情形都不好。而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对于适当的人、出

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这也就是德性的品

质。”［15］具体到勇敢来说，怯懦不是勇敢，鲁莽也不是勇敢，只有居于怯懦和勇敢中间的

情感状态才是勇敢，而且这勇敢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变。这样的界说完全不同于理性主义道德

论所认为的勇敢是确定的、不变的观点。这再一次显现了亚氏是从生命和生活的角度看待勇

敢的。 

德性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不能以抽象的普遍的“数学思维”去寻找那变化的中点，而只

能用“明智”（实践智慧） 依据具体的情况去选择那变化的中点：“我们应当选择适度、避

免过度与不及，而适度是由逻各斯来确定的”，“就是说，是像一个明智（实践智慧）的人会

做的那样确定的”［14］。这里的实践智慧是关涉具体的变化的实践，命中实践之“中道”的

逻各 



斯，它与关涉确定的不变的事物，以求本然之真的沉思的理智有着根本的区分。实践智

慧之于伦理德性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人若要成为勇敢的人，就离不开实践智慧的引导，没有

实践智慧的引导，人就不会作出真正勇敢的行为。亚氏《尼各马科伦理学》提到，有些人认

为，伦理德性是与与生俱来的，实践智慧因此是不必要的，但实际上伦理德行不是天生的。

当然，亚氏承认，自然会提供一些禀赋，但这些“自然的德性”只是“类似于德性”，而不

是“严格意义的德性”严格意义的德性是实践智慧加于自然德性的产物。他说：“一个强壮

的躯体没有视觉的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视觉，他在行动时摔得更重。这里的情形也是如

此。然而如果自然的品质加上了努斯，它们就使得行为完善。原来类似德性的品质也就成了

严格意义的德性。”［14］所以，包利民就说：”一个自以为‘见义勇为’的半醉青年，可能

会阻拦执行公务的人员，而让罪犯溜走。‘见而为之’的‘见’，本身即实践理性的工作。不

是人人都能合入其分‘见’到该为之义的。”“天生的或幼儿期当中灌输一系列情感倾向虽然

是健康的，但只是些抽象、空疏、一般的大原则。比如‘追求真正的幸福’，‘要对敌狠、对

友善’。但什么是对于你的真正幸福？什么人是敌，什么人是友？多大的狠是狠，多少善够

善？这些，只有靠经验——时间才能获得。而不获得这些智慧，人们在行动中难以说有了美

德。”［9］ 

就当下的教育来说，应该重视作为中道的勇敢这一品质的培育，因为勇敢是人性中卓越

的体现，但在培养勇敢这一品质时，必须同时重视实践智慧的培育，避免道德原则和教条的

一味灌输。唯有如此，勇敢这一品质才成为可能，勇敢也才不会与鲁莽混同，避免很多不必

要的无谓的牺牲以及糟糕的后果。具言之，在学生的实践理性尚未成熟时，教育者应当通过

道德情境的创设（道德情境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避免了道德说教的无效）、习惯养成

（在不断地做勇敢之事的过程中形成勇敢德性）、音乐教育（勇敢是一种好的感受，好的音

乐因是灵魂的乐调而有助于好的感受的形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重要途径在现代德育中被

严重忽视了） 等途径引导孩子形成“适当”的情感体验模式。当学生的实践理性开始发育

时，教师一方面引导孩子对自身的勇敢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反思，培育道德选择的能力，避免

道德习惯的固化、另一方面结合道德情境以及道德经验的复杂性和变化性，运用辩证法也就

是师生讨论和生生讨论的方式，对何谓勇敢进行理性、真诚、公开的讨论，以此培育学生的

道德理性，进而在变化的具体的实践中恰当地展现勇敢这一卓越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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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ional Analys is of Educational Spirit in Modern Age 

LI Chang-wei 

（College of Education，Sh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gdong 250014，China） 

Abstract：Emphasizing the body-preservation is the spirit of modern time，and is also the 

spirit of modern education.The essential reason why hero is denied by school lies in the schools 

grasp and practice of the spirit of modern education. However，the spirit of education in modern 

age has a issue. It causes not only the discard of human nature，excellence or virtue，but also the 

lost of civic virtue. Todays education needs to deal with a big problem，which is how toplace a 

heros brave and sublime in the era of self-pre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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